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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交媒体时代的事实核查及其创新

伴随数字新闻业的发展，社交媒体、聚合新闻源等网络平台纷纷涌

现，极大丰富了新闻用户的信息来源，受到使用者青睐。这些新型网络

平台不仅打破了传统新闻业对新闻生产和分发的垄断（Hermida， 2012），

使包括普通受众在内的非专业行动者可以参与信息的发布和扩散，进而

模糊了信息生成者和消费者的角色边界（Lewis & Westlund， 2015），也

由此削弱了传统新闻生产与扩散过程中的专业机构把关机制，使得大量

未经验证的信息得以在网上自由流通（Waruwu et al.， 2021），其中不乏

假新闻、失实报道等错误及误导性信息。一方面，社交媒体上的假新闻

凭借个体分享可能在瞬间实现几何级数的传播（Vosoughi et al.，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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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新闻生产者可为的创新实践
―― 一项在线实验的启示

■ 闫文捷  刘于思  周睿鸣

【本文提要】  事实核查是全球新闻业用以应对数字化浪潮冲击所尝试的

新闻创新项目之一。有别于欧美国家通常由专业新闻机构或人员从事事

实核查，由平台发起、用户参与的信息纠偏成为我国本土的一种核查创

新。本研究通过一项三因素混合设计在线实验（N = 508），检验了不同

媒体来源和行动主体组合作用于真假新闻核查时，对中国社交媒体用户

新闻真实性判断和转发倾向的影响。结果显示，接触事实核查能够显著

降低人们对假新闻误以为真的判断，同时提升他们对真新闻的准确度感

知。其中，新闻机构和专业人员完成的“识真”式事实核查具有尤为显

著的正面效果；相反，两者在“辨伪”式事实核查中未显示出有别于辟

谣平台和网络用户的影响效果。文章基于以上研究结果，对事实核查创

新实践的可持续性，以及如何将其纳入我国当下的虚假信息治理等问题

做出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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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算法的加持，更为其大范围传播提供了

便利；另一方面，面对复杂的市场竞争，不少

专业新闻媒体不惜以牺牲报道的准确性为代价

以追求新闻发表速度（Stepp， 2009）和用户

点击量（Scott， 2017）的倍增。在多种因素

的综合作用下，信息环境越发真假难辨，新闻

受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就信息的真实性

做出小心明辨与求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说，假新闻的泛滥正在无形中推动普通受众担

当起较以往更为重大的裁定事实真相的责任

（Tandoc Jr. et al.， 2018）。

如何回应甚至消除公众对于新闻真实性

的质疑？事实核查的研究者和实践者认为，通

过对新闻中政治精英或其他权威人物的公开

声言展开真实性核验与报道，新闻工作者能够

协助公众了解事实真相，并在此基础上就涉及

其自身利益的公共事务决策做出准确判断和知

情的决定（Elizabeth， 2014）。在实践中，事

实核查已成为近年来全球新闻业用以应对数

字化浪潮冲击所尝试的最重要的创新项目之

一（Graves et al.， 2016）。美国专业新闻记者

组成的三大事实核查机构——FactCheck.org、

PolitiFact 和 Fact Checker 相继成立，事实核

查也受到世界各国新闻工作者的重视（Kes-

sler， 2014），一时间掀起全球范围的事实核查

运动（Graves， 2018）。据粗略估测，美国几

乎所有的全国性报纸和广播类新闻机构，以及

数十家州或地方新闻媒体都在或多或少地从事

某种形式的事实核查报道工作（Adair & Tha-

kore， 2015；Moore， 2012；Spivak， 2011）。

以《华盛顿邮报》的 Fact Checker 为例，从

2007 年创办至今，它始终围绕政治人物的公

开声言展开核验，以此为公众提供客观准确的

新闻信息。其标志性的“匹诺曹形象指数”作

为新闻真实性程度的视觉呈现已深入人心。与

海外新闻业相比，事实核查在中国起步稍晚。

过去几年间，以澎湃新闻、腾讯新闻等新闻媒

体和互联网平台为代表的媒体机构相继进入事

实查证实践领域，或通过组建专业团队，或借

助社会协作等形式向公众提供事实核查服务。

作为一项新闻创新，事实核查及其在中国的萌

发与形成具有其自身特点。

首先，作为一种创新的新闻形态，事实核

查以新闻报道中可验证的事实为对象，以遵循

新闻生产或社会科学逻辑的分析手段验证和表

达事实，并依据“透明性”原则向读者完整呈

现核查展开所依据的证据、论证过程及判定结

果（郑佳雯，2020）。故而，与客观性规范限

定下新闻记者力图避免针对事实性争议或相互

竞争的政治宣称选边站队的惯有做法不同，事

实核查报道需要对事实性宣称做出直接的准确

性评估（Graves et al.， 2016）。

其次，我们注意到在当下的中国，除去专

业性的事实核查之外，辟谣是另一种更为社会

公众所熟悉的信息纠偏形态，其中，尤以新浪

微博的“微博辟谣”和腾讯新闻旗下的“全民

较真”最广为人知。如果说可验证的声言或反

声言、证据、论证过程和最终的事实性判断是

支撑起一项完整的事实核查所必不可少的构成

性要素（Coddington et al.， 2014），那么相比

之下，辟谣在内容构成和样貌呈现等维度上的

要求都要松散得多。

再次，在差异化的新闻形态之下，“核查”

和“辟谣”构成中国语境下事实核查新闻的两

套实践方案和路径选择。与欧美新闻业通常由

组织化、独立性的新闻机构发起并报道事实核

查不同（周睿鸣，刘于思，2017），以辟谣样

貌出现的中国式事实查证常常源自互联网商业

平台的推动、依赖社交媒体等平台类媒体的发

布，同时着手于核查工作的关键执行者亦由常

见于事实核查报道中的职业记者扩展至平台管

理者和普通新闻用户，后者或通过提供新闻线

索，或直接发起谣言举报，卷入具体的查证行

为。也就是说，不仅“核查”和“辟谣”所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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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的媒体来源常常不同，而且从事这两类事实

查证实践的主体也往往存在显见的差异。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将辟谣视作事实核查

在中国本土化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一种独特变

种，它同由新闻机构所主导的核查一起，构成

现存于中国媒介系统内两种辨析事实真相的新

闻实践路径和取向。

那么，在新闻机构或网络平台作为发布事

实核查的媒体来源，以及专业核查者或普通用

户作为执行事实核查的行动主体的情景下，事

实核查报道在怎样的经验条件及其组合之下可

能更为有效地纠正虚假信息对于公众的误导，

进而遏制其在网络上进一步扩散？就此问题，

已有实证研究尚未提供明确的经验证据。本文

希望沿此方向迈出第一步，从效果研究的视角

出发为这一兼具理论与实践意义的问题提供探

索性解释。

具体而言，本文希望通过报告一项基于中

国社交媒体用户样本的调查实验结果，探究事

实核查的媒体来源和行动主体如何在中国公众

接触核查报道后影响其对于新闻真实性的判断

和转发趋向。通过提供来自非西方社会情境的

经验证据，本文结果可能更有助于我们理解并

阐明作为一项具有创新意涵的新闻实践，事实

核查进入中国之时以何种方式展开并展现于公

众面前，能够更为有效地实现其探究真相、澄

清事实的目标和初衷。

二、事实核查与公众对新闻真实性的判断和

分享

客观报道可验证的事实既体现出新闻从业

者的职业素养，帮助他们规避由于报道新闻而

招致的个人或组织风险（Tuchman， 1972），

同时也构成新闻职业伦理的内核。在由传统媒

体所主导的大众传播时代，少数社会精英掌握

公共传播渠道，并因此获得向公众传递信息的

权力，新闻受众依赖新闻媒体对公共信息的准

确性进行核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事实核验

都只是专业新闻工作者新闻生产过程中的一道

基本工序（周睿鸣，刘于思，2017）。

互联网平台的兴起在理论上令所有普通用

户都可能从单纯的新闻消费者转变为自主的生

产者与传播者，形成以个体为信息网络中心的

用户新闻生产机制（刘鹏，2019）。显然，“全

世界都在说”在提升了新闻的开放性以及新闻

生产过程的非结构化和去制度化等特点的同时

（刘鹏，2020），也带来了数字新闻环境的泥沙

俱下，令公共信息领域充斥着虽呈现出新闻样

貌但实际上混杂了事实、宣传、谣言和怀疑的

混合物（科瓦奇，罗森斯蒂尔，2011/2014）。

在中国，虚假新闻在日常生活和社会政治

议题领域均广泛存在。有政治学者指出，中国

公众对于政治谣言的信任程度与其人格特征和

意识形态立场存在着“匹配效应”：高威权人

格者和左派群体更倾向于相信与政府立场一致

的谣言，更不愿意相信与政府立场不一致或不

利于政府的信息（马得勇，2018）。这与李艳

红、刘佳诺（2022）对疫情期间国内媒体的

新闻呈现及公众反馈的观察是一致的：一些宣

扬“他国阴谋或破败”的假新闻更易被民族主

义者相信，另一些鼓吹“他国先进性”的假新

闻则更为自由主义者所偏爱；尽管作者认为，

对当下中国而言，以上观念形态的分化仅存在

于少数网民当中，但社会政治类虚假新闻的广

泛传播或将强化我国未来的社会观念分化，乃

至加剧群体间对立。如何提升中国公众对于假

新闻的警惕意识和识别能力，进而防止由于误

信误判而卷入对虚假信息的转发和扩散，对于

中国在未来发展中整合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和

谐的意义不言自明。

然而，准确辨识假新闻比人们想象中的难

度更大。美国皮尤中心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

示，高达 84% 的美国公众相信自己具有识别

假新闻的能力（Barthel et al.，2016），但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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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未被明确告知新闻

真伪之前往往意识不到自己接触了假新闻，不

仅无法识别假新闻，甚至可能错误地信以为真

（Silverman & Singer-Vine， 2016）。常人在展

开人际交往的过程中具有“真相默认”（truth 

default）的倾向（Levine， 2014），这不仅表

现在，人们与他人交流时常常具有一种“真相

偏向”（truth bias），对他人交流的真实性和

真诚性予以信赖；同时在辨别信息真伪时往往

表现出一种“真实性效应”（veracity effect），

即正确判别真实信息为真的概率显著高于正

确判别虚假信息为假的概率（Levine et al.， 

1999）。尽管有研究表明，随着外部情境从人

际互动转而设定为对新闻可信性的评价，并从

线下转入社交媒体场景，“真相默认”效应并

不明显，但结果还显示，人们正确判别真实新

闻为真的概率低于 50% 的随机水平（Luo et 

al.， 2020）。这些研究结论整合在一起，一方

面对人们为何并不擅长在日常社会互动中发现

欺骗性信息和行为做出了部分性解释（Bond 

& DePaulo， 2006），另一方面似乎也暗示我

们，网络环境下的情况也许会变得更为复杂。

如果是这样，事实核查或可通过提示人

们所读新闻存在事实性争议乃至错误而起到警

示作用。这几乎成为所有事实核查的倡导者

所共享的一个基本假定，即通过提供验证信

息，便可消除假新闻接触者的误解（Thorson， 

2008）。已有研究显示，通过向社交媒体用户

发出关于误导信息的一般性预警，或对具体新

闻标题打上“有争议”或“评定为假”的标

签，均可降低人们对假新闻的准确性评价；一

般性预警甚至可能降低人们对真实新闻的准确

性打分（Clayton et al.， 2020）。虽然后者似

乎在提示研究者，有必要进一步厘清如何在不

扭曲真实信息感知的前提下更有针对性地打击

虚假新闻的有效机制，但以上研究确也表明，

警示信息可能吸引公众注意，进而降低他们被

假新闻误导的可能。另有研究显示，接触事实

核查不仅可能减少受众的错误认知（Bode & 

Vraga，2018），而且可能通过激发第三人感

知而最终降低他们分享假新闻的意愿（Chung 

& Kim，2021），起到减少假新闻实际流转的

作用。据此，本文提出第一组研究假设：

H1a：接触事实核查将降低人们对虚假新

闻事实准确度的评价和分享意愿。

H1b：接触事实核查将提高人们对真实新

闻事实准确度的评价和分享意愿。

三、事实核查的媒体来源及其对核查效果的

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事实核查的实际效应不仅

规模有限（Clayton et al.， 2020），而且受到

发布核查报道的媒体来源的影响。面对过载的

网络信息，可靠的信息来源有助于减轻个体在

评估特定信息内容时的认知负荷，因此信息来

源的可信度常被人们用作评价信息内容可信性

的启发式线索（heuristic cue）（Chen et al.， 

1999）。甚至在面临一条可信来源发出的错误

信息时，后续纠正性的努力也效果甚微（Walter 

& Tukachinsky， 2019）。媒体是人们核实周遭

信息准确性的重要机构来源（Metzger et al.， 

2003）。面对真实性可疑的新闻，除了通过个

人关系等人际渠道加以核实之外，人们可能或

主动或被动地在不同媒体来源之间寻求交叉验

证（Tandoc et al.， 2018）。 

具体到中国当下的事实核查，大体源自

两类系统：一类是提供专业性新闻报道的机构

媒体，另一类是商业导向的互联网平台。前者

以澎湃新闻及其下属的致力于国际新闻查验的

“澎湃明查”最为人所熟知，后者则常以辟谣

的形式，广泛分布于各主要社交媒体和新闻聚

合平台，如“微博辟谣”、“腾讯较真”等。新

闻机构的事实核查主要集中于国际新闻领域，

核查报道突出对论据和论证过程的呈现，据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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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的新闻真实性判定有真有假。平台辟谣覆

盖的话题则可能跨越时政、健康、社会等不同

领域，内容展现上既可能基于对政府或权威公

告的转发，也可能来自平台或第三方做出的辟

谣，故而判定结果以驳斥假消息为主。

两类来源相比，新闻机构从事事实核查在

中国尚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行业规模，还是

社会关注度或影响力均较有限，但它的出现在

事实上打破了“辟谣”作为单一信息纠偏机制

长期垄断中国公共话语空间的局面，为事实核

查实践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径选择，或可为研究

者就不同媒体来源如何作用于事实核查的有效

性做出比较提供崭新契机。的确，已经有研究

者开始关注媒体来源的核查效果。一项基于新

加坡受众的实验研究显示，尽管源自不同类型

媒体的事实核查对公众的风险感知不具有显著

的主效应，但在参与者有机会与他人进行在线

讨论的情况下，相比当地的主流新闻媒体（如

报纸网站），国营事实核查机构发布的核查信

息能够更为有效地降低公众由于假新闻而产生

的错误认知（Ho et al.， 2022）。

中国公众身处迥异的媒介系统，媒体与外

部体制环境之间的结构性关联成为他们评价媒

体的现实基础（闫文捷，2012）。中国公众对

报纸、电视等传统主流媒体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评价，这往往植根于他们对政治体制的整体性

信任（Pan et al.， 2011） 。也就是说，人们对

于特定媒体来源的信任程度取决于媒体与权威

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这种结构性关联即便在

互联网深度普及、各种新型媒体频繁涌现的当

下依旧存在。比如一项面向北京高校学生展开

的、针对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可信度比较的小

型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人民日报》和新华社

等传统党媒的新闻网站比新浪、搜狐等商业新

闻网站收获更高的可信度评价（Xie & Zhao， 

2014）。另一项面向 44 名微信用户开展的深

度访谈则显示，被访者对微信平台的辟谣服务

表现出普遍的漠然甚至消极态度（Lu et al.， 

2020）。综合以上论证，我们从逻辑上推断，

新闻机构相比商业平台在整体可信度及其所提

供的信息准确性方面享有更高的公众评价。我

们进一步推断，媒体来源对人们就新闻真实性

判断的影响同时受限于新闻自身的真实性。与

新闻机构倾向于享有更高的可信性评价相一

致，同样一条新闻在经过机构媒体“证实”或

“证伪”后，可信度或许更高。基于以上论证，

本文提出第二组研究假设：

H2a：相比辟谣平台，人们倾向于认为被

新闻机构发布的事实核查验证为真的新闻事实

准确度更高。

H2b：相比辟谣平台，人们倾向于认为被

新闻机构发布的事实核查验证为假的新闻事实

准确度更低。

人们对于信息真实性的信念可能构成其

后续有关信息处置意愿的行动基础，进而影

响他们与他人分享信息的意愿（Van Bavel et 

al.，2021）。但这一论断似乎并未获得强有力

的经验支持。心理学学者彭尼库克等人基于一

系列实验研究得出结论，人们对信息真实性的

认知信念和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实际分享的内容

之间存在巨大的脱节，究其原因，并不是人们

有意分享错误信息，而主要是由于社交媒体分

散了使用者的注意力，以致人们转发信息之

前未能足够留意（inattention）内容的准确性

（Pennycook & Rand， 2021；Pennycook et 

al， 2021）。此外，我们也缺少足够的证据以

支持媒体来源直接作用于新闻分享意愿。有鉴

于此，本文提出研究问题一：

RQ1：事实核查的媒体来源对人们的新闻

分享意愿具有怎样的影响？

四、事实核查的行动主体及其对核查效果的

影响

事实核查的影响效果不仅有赖于发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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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的媒体来源，事实上，由谁完成核查同样很

重要。伴随新闻生产主体的日益多元化，新闻

机构和职业记者不再是唯一的新闻生产者，已

成为由数字技术赋能的新媒介生态的重要特征

之一。国内外研究者相继提出“参与式新闻”

（Lawrence et al.， 2018）、“液态新闻”（陆

晔，周睿鸣，2016）和“用户新闻”（刘鹏，

2019）等诸多能够体现更新中的新闻生产模

式及文化的新概念，其内涵虽然各有侧重，但

无一不体现出对于新闻生产与传播过程中公众

作为参与者身份的认可。

事实核查这一特定的新闻样式同样可能在

专业的新闻传播主体和非专业的个人或组织传

播主体之间实现资源和文本的“共享”和“共产”

（杨保军，2013）。通过对参与式事实核查在

国内外实践形态的梳理，我们观察到，公众可

能以多种方式、在事实核查展开的多个阶段参

与其中，一些较为常见的参与形式包括，基于

众包模式对新闻内容的准确性打分、评级和添

加注释，提供更为可靠的信源，以及向专业核

查人员建议核查选题等（闫文捷，刘于思，周

睿鸣，2022）。

将公众带入事实核查，一方面可以令核

查过程与呈现都变得更为可见，增强核查新

闻的透明度；同时，专业和非专业的核查者以

合作的方式，就复杂问题中何为事实和非事

实做出共同裁决，可以增强事实核查的协作

性（Hermida， 2012）。这些都可能在理论上

令事实核查的过程和结果在公众眼中更有效、

可信（Brandtzaeg et al.， 2018）。然而另一方

面，机械地开放公众参与而罔顾其真实的关切，

甚或由此引致参与的形式化乃至民粹化，均有

可能在事实上对新闻活动的认知权威造成伤害

（闫文捷，刘于思，周睿鸣，2022）。

无论是由新闻机构主导的事实核查还是平

台辟谣，都在其具体实践中为公众提供了参与

的空间。在以“微博辟谣”为代表的平台辟谣

模式中，平台用户多以“举报人”身份出现，

对个人存疑的信息向平台发出举报，而用户在

此过程中几乎无需承担关乎事实核查活动内核

的举证与核验责任。与之相比，“澎湃明查”所

代表的源自新闻媒体的事实核查为读者提供的

参与空间在广度和深度上均有不同表现。读者

可以向机构媒体提供新闻线索或核查证据，向

编辑部发起求证，也可能以志愿群组的形式与

专业团队展开协作生产。那么，公众的卷入是

否令事实核查在纠正错误信念、抑制假新闻扩

散等方面更为有效？我们只能基于有限的研究

做出谨慎的推断。在前文述及的针对微信用户

的深度访谈中（Lu et al.， 2020），研究者观察到，

相较而言，普通微信用户最相信政府或高校等

权威机构做出的辟谣，其次是微信的官方辟谣，

对第三方辟谣信息的可信性则心存疑虑，原因

在于，这些第三方主体被认为“权威性”不足。

这一观察结果与政治学研究中关于中国公众对

政府和公共机构具有更高的信任度这一长久发

现相一致（Ries et al.， 2018）。不难想象，在

中国的社会及新闻体制场景下，职业记者或平

台团队作为专业性的事实核查主体，比普通用

户更紧密地依附于并体现着背后机构的权威性，

也就是常言所谓的“官宣”的权威性。公众对

于专业核查者的信任是对其权威性身份的信任。

在此基础上，与媒体来源影响新闻感知的效果

受限于新闻自身真实性的逻辑相一致，核查者

身份对人们就新闻准确性评价的影响同样可能

受到新闻真实性的调节：经专业核查者判定为

真或假的新闻，结论或许更具说服力。基于以

上论证，本文提出最后一组研究假设：

H3a：相比网络用户，人们倾向于认为被

专业人员完成的事实核查验证为真的新闻事实

准确度更高。

H3b：相比网络用户，人们倾向于认为被

专业人员完成的事实核查验证为假的新闻事实

准确度更低。

2023年 第2期（总第480期）| 51

SHANGHAI
JOURNALISM REVIEW ◎ 本期专题



基于和前文相似的逻辑，由于缺少经验证

据以支持事实核查的行动主体影响新闻分享意

愿的直接或间接效果，本文提出研究问题二：

RQ2：事实核查的行动主体对人们的新闻

分享意愿具有怎样的影响？

最后，出于贴近并反映现实境况的目的，

本文尝试综合考量事实核查的媒体来源和行动

主体对于核查效果的协同性影响。为此，我们

提出最后一个研究问题：

RQ3：事实核查的媒体来源和行动主体如

何相互作用，共同影响人们对新闻准确度的评

价及分享意愿？

五、研究方法

（一）研究设计、实验物料和实验程序

我们委托调查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4 日至

23 日，依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中

国互联网发展统计报告》最新数据（CNNIC，

2022 年 2 月），在性别和年龄两个维度上通过

配额抽样，面向中国社交媒体用户样本（N = 

508）开展了一项在线调查实验。实验采用 2

（媒体来源：新闻机构 vs. 辟谣平台）× 2（行

动主体：专业人员 vs. 网络用户）× 2（新闻

真实性：真 vs. 假）的混合设计。其中前两项

为被试间因素，第三项为被试内因素。经过

G*Power 软件测算，在统计效力为 0.95 的情

况下，该混合设计所需最小样本量为 400，本

研究达到了最低样本量的基本要求。

在同意参与研究后，被试者首先完成一份

基准调查（baseline survey），测量他们的新

闻使用偏好和国际政治知识水平。之后，被试

者被告知，我们将向其展示一组网络新闻，并

在每条新闻标题后询问其几个问题。此处，被

试者被随机分入基于事实核查的媒体来源与行

动主体而形成的四个实验组之一。他们以随机

的顺序先后阅读 8 条国际新闻标题。标题全

部选自公开的中文事实核查报道，并以其惯有

的问句形式出现，以凸显新闻内容的不确定性

（如：“韩国成为日本公民流出主要目的地之

一？”、“加拿大清查境外购房者资金来源？”）。

8 条新闻标题中 4 条为真、4 条为假。三位作

者在数字新闻领域较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新闻

机构和辟谣平台中各选 4 家作为实验刺激物中

出现的事实核查的媒体来源。其中，新闻机构

组的新闻标题分别源自《南风窗》、澎湃新闻、

《新京报》和观察者网 4 家机构媒体；辟谣平

台组的标题由腾讯较真辟谣、头条辟谣、微博

辟谣和百度辟谣 4 家平台账号发布。每条新闻

标题由三项元素组成：一个问句形式的标题，

一张新闻配图以及顶部出现的相应媒体来源的

标识。每条标题以截图的形式呈现给被试者。

针对每条标题，被试者就其是否看到过这则消

息，为消息点赞、转发和阅读全文的可能性，

以及对新闻准确度的判断依次做出回答。

接下来，被试被告知我们将向其展示针对

这则新闻的准确性所做的核查，他们需要在阅

读事实核查后再次回答几个与之相关的问题。

每则事实核查长约 180字，内容选编自已被权

威来源验证并报道的新闻，包括事实性证据和

据此做出的“真”或“假”的验证结论。“专业

人员”组的核查显示由相应新闻机构的记者或

平台官方团队执行完成，“网络用户”组的核查

则显示由该媒体来源的某位网友提供。四个实

验组的被试者所接触的事实核查的内容完全一

致，差别仅在于发布核查的媒体来源和具体从

事核查工作的执行者身份。①事实核查阅读完

毕后，被试者需要就其对新闻真实性的判断和

转发意愿再次做出报告。调查同时包括被试者

的社会人口特征、知识水平、思维模式以及对

事实核查的使用和态度等一系列相关问题。

（二）变量测量

1. 因变量

新闻真实性判断。被试者在阅读每条新

闻标题后被要求对其事实准确度打分：“据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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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知，这则消息在事实上有多准确？”（1 = 

完全不准确，10 = 十分准确）。被试在阅读过

核查信息后使用相同的量表，根据核查信息，

对新闻的准确度再次打分。重复测量的目的

在于帮助我们对被试阅读事实核查前后就新

闻准确度的主观评价做出比较。完成第二次

打分后，被试被要求对原始报道的真实性做

出总体判断（1 = 真实，0 = 不真实）。 如果

被试者判定真新闻“真实”或者假新闻“不

真实”，表明他们的判断准确。我们依据每位

被试做出准确判断的百分比，计算了他们识

别新闻真伪的准确率。

新闻分享意愿。同样，在接触事实核查前

后，被试者采用 7 点量表（1 = 完全不可能，

7 = 极其可能），回答下列问题：“如果在网上

（再次）遇到这则新闻，您在多大程度上会把

它转发给他人？”

2. 控制变量

新闻熟悉程度。阅读过每条新闻标题后，

被试者对其是否“在此前看到过或听说过这则

消息”（1 = 有，2 = 没有，3 = 不确定）做出

回答。

认 知 反 思 测 试（CRT）。 我 们 使 用 了

Frederick（2005）和Oppenheimer（2016）

两个版本共 7 项的 CRT 测试题目。每个问题

的答案被编码为 1（正确）或 0（错误）。正确

答案求和汇总成一个总指数，分值越高，表明

被试者展开分析性思考的倾向越大（M = 3.85，

SD = 1.92， α = .69）。

事实核查观。被试者完成所有的实验测试

后，首先回答 3 个有关其事实核查使用与态度

的问题。其中，熟悉度的测量问题是：“您对

事实核查有多熟悉？”（1 = 非常不熟悉，7 = 

非常熟悉）；使用频率的问题为：“您多久访问

一次事实核查网站（如澎湃明查、腾讯较真等），

以了解关心的新闻消息是否准确？”（0 = 从

不，6 = 经常）；好感度通过如下问题测量：“您

认为我国新闻界目前开展的事实核查的数量如

何？”（1 = 数量过多， 2 = 数量合适，3 = 数

量较少，9 = 不知道）。

社会人口变量。除去以上变量，我们在分

析中还控制了以下社会人口学特征：年龄、性

别、教育程度、家庭月收入。

（三）统计分析方法

首先，本文就人们接触事实核查前后对

新闻的真实性判断和分享意愿展开描述性分

析，以此对事实核查在多大程度上有望改变人

们基于假新闻形成的错误观念做出整体呈现。

在此基础上，我们通过双因素方差分析（two-

way ANOVA），初步检验事实核查的媒体来

源和行动主体对新闻真实性判断和分享意愿

的影响效果。

在本文的主体分析部分，我们充分利用重

复测量设计和多变量控制的统计功效，通过估

测一组多层线性模型（multilevel linear mod-

els）将分析的重点转向横跨新闻标题和个体层

面的诸多因素，考察其如何构成事实核查产生

效果的经验条件，如何共同作用于人们对于新

闻的准确度判断及转发分享的行为趋向。

六、研究结果

在正式检验研究假设之前，我们先进行了

随机化和操纵检验。首先，4个条件组的被试

者在社会人口特征以及国际政治知识和新闻使

用偏好等方面均不存在显著差异，表明随机化

成功。其次，操纵检验结果显示，与辟谣平台

作为核查的媒体来源相比，新闻机构组的被试

者更倾向于指认其接触的核查新闻不是由微博、

微信、百度和今日头条等平台客户端所发布（χ2

（1， N = 484） = 8.92， p < .01）；专业人员组的

被试者更倾向于认定事实核查由记者或专业团

队所完成（χ2（1， N = 484） = 8.84， p < .01）。

综合以上检测结果，两项实验要素的操控有效。

（一）对于事实核查影响效果的初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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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被试接触事实核查前后就新闻准确

度给出的评分加以比较后，我们观察到，事实

核查显著降低了人们对假新闻误以为真的判断

（M 前 = 5.41， SD = 1.88， M 后 = 5.12， SD = 

2.04， t（507） = 4.27，p < .001， Cohen’s d 

= .10），同时也显著提升了他们对真实报道的

真实度判断（M 前 = 5.68， SD = 1.94， M 后 = 

6.14， SD = 1.82， t（507） = -7.92， p < .001，

Cohen’s d = -.19）。H1a 和 H1b 得到初步 

支持。

新闻真实性判断可能进一步转化为分享

意愿。被试者接触事实核查后表现出更高的新

闻转发意愿（M 前 = 3.50， SD = 1.48， M 后 = 

3.66，SD = 1.36， t（507） = -3.94， p < .001， 

Cohen’s d = .18），尤其是针对真实新闻的转

发意愿显著提升（M 前 = 3.54， SD = 1.51， M

后 = 3.93，SD = 1.45，t（507） = -8.20， p < 

.001， Cohen’s d = .36），H1b得到进一步验证。

虽然人们对假新闻的转发意愿在事实核查后

略有降低，但没有达到统计显著的水平（M 前 

 = 3.47， SD = 1.56， M 后 = 3.40， SD = 1.53， t

（507） = 1.33，ns），H1a 仅得到部分支持。

在描述性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进而通过双

因素方差分析考察了事实核查的媒体来源和行

动主体对新闻真实性判断和分享意愿的影响效

果。结果显示，媒体来源对新闻真实性判断的

准确率具有显著的主效应（F（1， 508） = 3.94， 

p < .05， η2 = .01）：新闻机构发布的事实核

查（M = 63.62%，SD = 21.10%）比平台辟

谣（M = 60.02%，SD = 17.12% ）能够更有

效地提升人们判断新闻真伪的准确率。媒体来

源和行动主体无论对于被试者的新闻准确度评

价还是分享意愿，均未显示出显著的主效应或

交互效应。

（二）预测新闻准确度评价和分享意愿的

多层线性模型

本文主体部分的分析重点在于考察媒体来

源和行动主体如何与一些新闻内部特征，如新

闻自身的真实性相互作用，共同影响人们的新

闻感知和分享意愿。表 1 报告了针对这两个结

果变量的线性混合效果模型结果。在每个模型

中，我们控制了被试者的分析性思维倾向、事

实核查观的不同面向和社会人口特征，以及新

闻标题层面的接触经验。重点关注的预测变量

即实验因素包括新闻标题层面的新闻真实性，

以及个体触及的事实核查在媒体来源和行动主

体上的差异。在主效应之外，我们在模型中纳

入了三组二阶交互项，以评估新闻真实性对媒

体来源和核查主体，以及后两者之间的调节作

用。被试者对每条标题的准确度评分进而作为

自变量被纳入模型二，以此反映个体的新闻真

实性信念构成其新闻使用行为的基础这一逻辑

（Van Bavel et al， 2021）。

首先来看模型一的结果，个体的事实核

查观以及新闻自身的真实性具有最为稳定的

预测力。其中，对事实核查越熟悉（B = .15， 

SE = .05， p < .01）、使用越频繁（B = .10， 

SE = .05， p < .05）、好感度越高（B = 2.1， 

SE = .19， p < .001）的被试，越倾向于在阅

读事实核查后给予新闻内容以更高的准确度

评价。其次，印证描述性分析的结论，事实核

查有助于提升人们对真实新闻的准确度评价，

同时降低他们误判虚假新闻为真的可能（B = 

.71， SE = .10， p < .001）。最后，虽然事实核

查的媒体来源和行动主体对新闻准确度评分的

影响效果未达到统计显著的水平，两者之间似

乎也不存在交互作用（RQ3），但它们对准确

度评价的影响效果均受到新闻真实性的调节。

具体而言，如图 1 所示，新闻机构和辟

谣平台发布的事实核查在影响公众对于假新闻

的准确度评价方面效果相当（H2b），两者间

的效果差异主要体现在，源自新闻机构的事实

核查对提升真实新闻的准确度评判具有更为显

著的正向效果（B = .25， SE = .13， 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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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a）。与之相应，作为行动主体的专业核查

者与普通用户相比，在降低人们误信假新闻

方面并不具有明显优势（H3b），前者更显见

的影响在于显著提升了人们对于真实新闻的

准确度评判（B = .38， SE = .12， p < .001）

（H3a，图 2）。

接下来，我们转向有关新闻分享意愿的估

测模型。如表 1 中模型二所示，人们更愿意

分享他们曾经听说过（B = .13， SE = .04， p < 

.01）或者自认为准确的新闻（B = .32， SE= 

.01， p < .001）。对事实核查的熟悉度（B = 

.30， SE = .03， p < .01）、使用频率（B = .19， 

SE = .03， p < .001）和好感度（B = .55， SE 

= .13， p < .001）同样有助于提高人们转发新

模型一 模型二

新闻准确度评价 新闻分享意愿

层次 1（层次 1（NN = 503）：标题层次固定效果 = 503）：标题层次固定效果

新闻真实性（1 = 真实） .71 (.10) ***             .07 (.05) 

曾听说过该新闻（1 = 是） .45 (.07) ***  .13 (.04) **

层次 2（层次 2（NN = 4024）：个体层次固定效果 = 4024）：个体层次固定效果

媒体来源（0 = 辟谣平台，1 = 新闻机构）  .12 (.17)             .05 (.11)

核查主体（0 = 网络用户，1 = 专业人员）            -.01 (.17)            -.00 (.11) 

准确度评价     -- .32 (.01) ***

分析性思维（CRT）  -.11 (.03) ***            -.05 (.02) **

对事实核查的熟悉度  .15 (.05) ** .30 (.03) ***

使用事实核查的频率  .10 (.05) * .19 (.03) ***

对事实核查的好感度  2.10 (.19) *** .55 (.13) ***

交互效应交互效应

媒体来源 * 新闻真实性  .25 (.12) *             .13 (.06) *

核查主体 * 新闻真实性 .38 (.12) ***             .15 (.06) *

媒体来源 * 核查主体            -.22 (.23)           -.02 (.15) 

随机效应的方差随机效应的方差

截距  1.19 (.10) *** .54 (.04) ***

χ2 (M1: df = 17; M2: df = 18)         699.03***         2434.79***

表 1  预测新闻准确度评价和分享意愿的混合效果模型

注：两个模型均为线性混合效果模型，采用限制性最大似然法（REML）估测，表格中为非标准化回归系数。括号
内为标准误差。控制变量未在表格中出现，包括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家庭收入、新闻机构可信度和平台媒体可信度。 
* p < .05.  ** p < .01. *** p < .001.

图 1  新闻真实性与媒体来源对新闻准确度评价
的交互影响

图 2  新闻真实性与核查主体对新闻准确度评价的
交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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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的意愿。针对事实核查的媒体来源和行动主

体，我们仍未观察到任何统计显著的主效应

（RQ1 和 RQ2）或交互效应（RQ3），但它们

对于新闻分享的影响效果再次受到新闻真实性

的调节（B = .13， .15， SE = .06， p < .05）：

和二者对新闻准确度评价的影响趋势相一致，

媒体来源与核查主体对新闻分享意愿的影响主

要体现在由新闻媒体发布、专业人员完成的事

实核查能够更为显著地提升人们转发真实新闻

的意愿（见图 3、4）。

七、结论与讨论

不同于欧美国家以新闻媒体和职业记者等

专业核查机构与核查人员为主的运作机制，辟

谣平台和网络用户在中国的事实核查实践中扮

演着重要角色。本文将事实核查视为一种新闻

创新，聚焦它进入中国发展后在媒体来源和行

动主体方面表现出的多元化特点，通过一项在

线调查实验，检验这些多元的因素如何共同构

成事实核查有效运行的经验条件，以最终改变

公众对虚假新闻的错误判断和分享意愿。

我们首先观察到，如研究者与实践者所期

待的那样，事实核查具有“辨伪”、“识真”的

可能：接触事实核查能够显著降低人们对假新

闻误以为真的判断（H1a），同时提升他们对

真新闻的准确度感知（H1b）。双因素方差分

析的结果显示，新闻机构发布的事实核查可能

提升人们辨别新闻真伪的准确率。与其对新闻

的真实性判断相呼应，人们在接触事实核查后

表现出更高的新闻转发意愿，对真新闻尤为如

此（H1b）。尽管有研究显示，纠错信息难以

完全消除虚假信息对人们的影响，进而令信息

接触者的态度和观念恢复到未接触假消息之前

的水平（Ecker et al.， 2014； Walter & Tuk-

achinsky， 2019），但本研究结果则表明，事

实核查至少呈现出纠正错误观念、夯实准确认

知的短期效果，可能成为新闻业帮助公众应对

信息污染的干预措施。如何将这些认知层面的

短期效应转化为长期效果，乃至进一步推动公

众转变其由于接触假新闻而形成的深层态度，

值得后续研究予以关注。

其次，媒体来源或行动主体不足以单独构

成转变公众判断和行为意愿的事实核查要件，

两者之间也未呈现出任何可观察到的相互影响

（RQ3）。虽然我们无法确定这种“无效果”的

出现是源自实验假象，抑或反映了现实中的无

效果，但一种可能性的推断是，事实核查在中

国属于新生现象，公众对它尚未形成稳定的认

图 3  新闻真实性与媒体来源对新闻分享意愿的交互影响 图 4  新闻真实性与核查主体对新闻分享意愿的交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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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和态度。这从我们的数据中可以得到印证：

单样本t 检验的结果表明，被试对于事实核

查无论在熟悉程度（M = 4.06， SD = 1.55， t

（507） = .89， ns）还是使用频率（M = 4.09， 

SD = 1.54， t（507）  = 1.36， ns）上的得分均

未显著有别于量表的中点。对中国公众而言，

官方或者平台辟谣是一种更为常见的公共信息

“纠错”方式，辟谣的特点在于重结论而轻论

证过程。习惯于辟谣的受众对新闻真伪的判定

结论也许比对验证由谁发布以及结论由谁做出

更为敏感。这可能部分地解释了为何事实核查

的媒体来源或行动主体是谁似乎并不影响人们

对新闻的事实准确度判断和分享意愿。当然在

缺少直接数据支持的情况下，这种解释仍然只

是一种猜测，有待未来研究加以检验。

然而我们观察到，媒体来源和行动主体的

影响效果受到新闻自身真实性的制约。通过事

实核查“辨伪识真”，尤其在开展“识真”式

核查的情况下，新闻机构和专业核查者的“官

宣”拥有较辟谣平台和普通用户而言更佳的核

查效果，能够更为显著地提升公众对真实新闻

的准确度感知（H2a 和 H3a）和转发意愿（RQ1

和 RQ2）。从这些研究结果来看，面对嘈杂的

网络信息生态环境，新闻机构与专业核查者在

负责向公众确证新闻真实性方面具有独特的优

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事实核查有望成为当

下专业新闻媒体一种可为的创新实践，为媒体

凭借自身独特的体制内资源创造公共性回报提

供可能。这一研究结论更是呼唤我们正视新闻

业当以何种姿态投入创新实验——尊重事实、

讲求证据，基于开放、透明的逻辑论证为公众

揭示真相，提供高品质的核查报道，是专业新

闻组织及个人不仅发起并参与事实核查，并且

使其创新实践能够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

证。这对于我国大多数尚未步入事实核查领域

的新闻媒体和职业新闻工作者来说，既发出一

份沉甸甸的警示，也意味着一个新的机遇。一

个延伸的观察是，与既有研究多集中于探究事

实核查的“纠偏”效果相比，以上有关“识真”

效果的观察显示出基于中国语境的核查创新有

可能对现有的事实核查研究进行内容填补，甚

至予以边界拓展的地方。

本研究的局限在于，为了聚焦媒体来源与

行动主体的核查效果，本文控制了核查信息的

内容与文本形式。这样的处理方式以丧失部分

实验现实性为代价，实现了对于核心变量的操

纵。举例来说，现实中公众参与事实查证多通

过举报或举证的方式实现，鲜以本研究设计中

采用的论证形式出现。语言风格及文本形式上

的不同，也许恰恰构成了用户与专业核查者从

事事实核查活动的一项重要差异。当然，现实

中少有的实践形式并不意味着未来不会出现，

也不表明公众不可能以论证—说理的风格参与

事实核查。至少从本文的研究结果来看，以网

络平台为来源、以普通用户为主体完成的“辨

伪”式事实核查，在纠正公众的错误观念及降

低其分享假新闻的意愿等方面并不逊色于职业

新闻组织和从业者。事实上，本文认为，平台

的直接卷入和广泛的公众参与都是令事实核查

在当下中国具有创新意义的元素，它们和新闻

媒体及职业核查者所主导的实践活动共同构成

中国事实核查版图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研究

者可以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在推动专业

新闻机构以更大规模采纳事实核查的同时，将

平台辟谣的“辨伪”功能充分纳入网络虚假信

息治理的空间？网络平台如何可能借助专业核

查者的力量以提升自身在“识真”领域的潜能？

这些问题关系到如何通过丰富事实核查创新的

多元性和理性程度，以更好地实现其服务公共

利益的价值与使命。它们均有待未来更多的实

践和研究加以确认。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本

文为事实核查的研究者及实践者提供了一个审

视这一具有创新意涵的新闻实践的可能视角，

不仅有望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它在中国落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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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的过程中，以何种形态样貌出现才可能更为

有效地实现其探寻真相、呈现事实的目标和初

衷，同时也为我们深入探究并着手从事事实核

查拓宽了一些想象的空间。■

注释：

①	 由于篇幅所限，文章未完整显示新闻标题与事实核查的具体内容 , 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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